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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简论 
陈建 

(西南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院，重庆 401120) 

摘 要：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主

体和分配方式的确定提供了政策依据。基于入市收益生成机理，在初次流转中，政府、农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均应为参与收益分配的适格主体；在再次流转中，政府和土地使用权人都应是参与收益分配的适格主体。基

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化程度，初次流转以“征税+农民集体内部协商”的收益分配方式为宜；再次流

转以“征税+市场主体自治”的收益分配方式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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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subject and manner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profit-making construction land entering t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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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In 2013 the Decision, adopted by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can be read 
that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subject and manner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in rural collective operating construction land 
entering the market must reflect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market in the allocation of land resourc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income generated by the market, in the first circulation, the government, farmers collective and 
the members of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are all eligi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the second 
circulatio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ubject are the government and land user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marketiza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operating construction land, it is advisable to adapt the manner of “taxation & internal negotiation in 
farmer collective” because of low maketization in the first circulation, while it is appropriate to adapt the manner of 
“taxation & market subject autonomy” due to the high maketization in the second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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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要求“在符合规
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

同权同价”，同时强调入市收益分配的落脚点需要

“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

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随后发布的《关于土

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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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 33 个试点县
(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
定》付诸实践，其中，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制度改革试点的县(市、区)有 15 个①。2017
年经中央深化改革小组批准，国土资源部决定将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地区由原有 15 个
县（市、区）扩大为 33个县（市、区）。 
土地收益分配机制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流转制度②创新的核心和关键[1]。收益分配主体和分

配方式的确定又是收益分配机制的重中之重。试点

实践③反映出的突出热点和难点问题也表现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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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分配的主体和收益分配方式的确定。绝对产权

学派基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所有，主张入市收益全部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

政府无权参与分配。李延荣[2]认为参与土地流转交易

关系的主体只能是土地的权利人，地方政府既不是

土地的所有者又非土地的使用者，没有理由参加土

地流转收益的分配。而相对产权学派则基于农村集

体土地所有权受制于政府的规划、许可、投资等行

为的现实，主张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并非绝对的所

有权，政府应当参与收益分配。赵海娇[3]提出“一次

分配基于产权，二次分配政府参与”的收益分配原

则。陶镕[4]也认为政府不宜直接参与初次流转中的收

益分配，而在再次流转中可参照国有土地增值税的

标准分享，其余部分收益归土地使用权人所有。陈

红霞[5]认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收取管理费或土地增

值税的方式参与分配，建立“一次性固定收益+长期
分红”的收益分配模式，对于属于集体的收益分配

应采取民主程序确定。另外，认为增值归公的一派

则主张增值部分应归政府所有。如王小映[6]认为虽然

政府的公共投资产生的这部分土地增值是普遍而又

普惠性的，无需归公，但政府的规划许可行为产生

的该部分土地增值是个别性的，从促进公平而言则

应当归公，且应以不动产税费的形式收取。孙阿凡

等[7]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和运用逆向归纳法分析得出

在现存税收、土地制度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会受到地方政府阻碍，需建立初次流转增值

归公和城乡一体的土地税制。 
既有研究大多从权属角度笼统地论证收益分

配主体和方式，未理解 “入市”的真正含义，忽

视了市场经济大环境。同时，对于收益分配主体的

论证没有回答入市收益到底是怎么生成的，对于收

益分配方式的论证没有体现市场经济对意思自治

的要求。笔者认为参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收

益分配主体的确定路径应回归到收益生成的机理

中去，通过明晰收益生成的原因，来寻找收益生成

的可能贡献者，然后以正当性、合理性和可行性标

准对这些可能的贡献者进行确定。对于农村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收益分配方式的确定则需要明确：既

然选择了入市，必然回避不了政府干预，但是市场

经济环境下，大前提应当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应

先分析不同流转情况下各主体所形成的法律关系，

再分析不同法律关系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的市场化程度，以此确定最优的分配方式。基于上

述分析，笔者拟在解析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收

益分配主体与分配方式确定的政策依据的基础上，

通过阐述初次流转收益及再次流转收益机理，挖掘

收益形成之源，从而有效确定参与收益分配的主

体，再通过分析不同法律关系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的市场化程度以确定合理的分配方式。 

一、收益分配的政策依据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概念，之后的系列试点改

革文件也沿用该概念。从中国立法来看，法律文本

中从未出现“入市”这一概念，即使在《农村土地

承包法》④和《物权法》⑤中也是采用“流转”这一

用语来表述的。《决定》为什么不采用“流转”，

而采用“入市”？难道仅仅是“入市”(即进入市场

流通)更加容易理解和深得人心？对这个问题的回

答和对“入市”涵义的理解是确定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主体和方式的大前提。 

《决定》要求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并就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提出实行与国

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要求。“同等入

市”的应有之义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

有建设用地在同一个平台上合法入市交易。这无疑

将改变目前国有建设用地独家在平台上交易和集

体建设用地非规范交易的格局[8]。而“同权同价”

的应有之义至少包括以下两个层面：其一，农村集

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同国有建设用地一样在法律上

具有相同的使用权能和处分权能，均可采取出让、

租赁、入股、抵押等方式入市；其二，同价是指相

同的权能项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价

格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应相当。不言自明，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实行“同等入市、

同权同价”的提法均以国有建设用地为参照对象，

其根源在于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土地二元结构。城

乡土地二元结构导致建设用地市场长期以国有建

设用地为交易对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却游

离于正规土地市场之外，被迫进行隐性交易。在国

有建设用地一级市场的运行始终，政府均处于主导

地位。在农用地转建设用地过程中，需经政府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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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用审批程序。在征收过程中，政府作为征收人，

低价购买集体土地。在出让过程中，政府作为出让

人，高价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对于划拨国有建设用

地，如果土地使用权人流转该划拨用地，则必须缴

纳土地出让金后才可流转。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土地

资源配置模式很大程度上架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作用，政府变相地操纵了市场，极易导致土地

市场供求关系的扭曲。在《决定》中一改原“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表述，将其让位于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9]。如果将此

变化融合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中，那么

可以得出市场将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决定》之

所以采“入市”而非“流转”，是因为国家试图通

过强化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来达

到防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中政府有形

之手的不当干预目的。因此，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改革中关于收益分配主体和方式的确定，

必然要求体现市场对土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二、收益分配主体的确定 

财政部和国土资源部于 2016年联合发布的《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

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政府可以参与到增值收

益的分配中去，致使各试点中政府均参与了收益的

分配。这与老百姓的认同感存在天壤之别，有必要

在理论上对其正当性进行论证。尽管在入市试点期

间没有发生再次流转的情况，但市场作用下的再次

流转是必然存在的，收益会在初次流转和再次流转

环节生成。因此，只有通过初次流转和再次流转过

程中的收益生成机理的阐释，才能有效挖掘收益形

成之源，从而有效确定参与收益分配的主体。借鉴

国有土地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有关规制，本研究

的初次流转是指农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所有者

按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将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让渡给土地使用者，由土地

使用者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出让价款或租金的行为，

如出让、租赁和作价入股等。再次流转则是指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将集体建设用地使

用权再转移的行为，如转租、转让等[10]。 

1．初次流转收益生成机理与分配主体的确定 
根据土地增值是否借助外力，可以将土地增值

分为自力增值和外力增值。自力增值是指土地所有

人或使用人对其所有或占有的土地进行劳动创造

后产生的增值。外力增值是指因土地所有人或使用

人以外的人的行为而产生的增值。此二种增值方式

均在用途性增值、投资性增值和市场供求性增值中

得以体现，通过对这些具体增值类型的分析可以得

出土地收益生成的贡献主体。 
(1) 用途性增值对分配主体确定的影响。用途

性增值是指因土地从低收益用途向高收益用途转

变而发生的土地价格提高。农地转变为经营性建设

用地需要通过规划来完成，如土地利用规划、村庄

规划等。规划具有改变和确定土地用途的作用。在

农地转性前，其用途只能为农业生产，禁止从事非

农生产。当规划改变农地用途后，农业生产的产出

价值与经营性生产的产出价值是明显存在巨大差

异的。这种基于用途变化而带来的增值源于政府的

规划行为，因此可以说政府是增值的贡献者。但如

果从产权理论来解释，政府规划只是对农民集体土

地所有权限制的放开，农地转变为经营性建设用地

的权利本身包括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利束

中。这种转变土地用途的权利被称为土地发展权，

在英国、美国等国家比较盛行。随着理论研究和实

践的深化，中国对土地发展权也逐渐认可，逐步突

破传统的土地所有权权能体系，将土地发展权纳入

土地所有权权能体系[11]。此次试点改革倡导建立城

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实行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原

则，其政策本意是实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

国有建设用地及其权能“平起平坐”。在政府垄断

土地市场的时代，土地发展权被国家从农村土地

“产权束”中剥离出来，形成由“政府享有+低征
高卖”的模式[12]。基于强制性的征收行为，土地发

展权必然会国有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

入市，不再必须经政府征收才能实现，必然打破土

地发展权国有化的局面。尽管政府的规划在农地转

经营性建设用地过程中发挥作用，但实质上农民集

体仍然享有土地发展权。 
理论证成不论如何充分，还应当回归于实践中

去寻求合理性和可行性。实践中表现出来的问题之

一是政府束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发展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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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从理论上讲，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发展

权应该由农民集体享有，但事实是土地发展权的实

现受制于政府的管制，农民集体享有的土地发展权

不完整，农民集体土地发展权难逃政府的约束。允

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必然会导致

政府征地范围缩小和财政收入缩水[3]。当土地财政

占据地方财政收入相当比例、土地征收公共利益目

的模糊时，政府更愿意选择征收来实现农村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完全控制

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的供给来源。

有学者因此提出土地所有权国家独占说[13]。问题之

二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引发的系列社

会公平问题需要政府予以平衡。一是不同区域间的

收益分配问题。入市本身会造成不同区域间农民集

体土地发展权实现的机会差异，入市地区的农民集

体可以获得土地发展权收益，而未入市地区的农民

集体则无法获得该收益。由于农民集体土地发展权

的实现具有条件性，如果不考虑土地用途管制的前

提，那么可以推断出任何农民集体土地产权中均蕴

含土地发展权，且都有实现的可能。但事实上农村

集体土地发展权的实现是有条件和差异的。有些地

方通过政府规划实现了土地的转性，获得了土地发

展权带来的增值收益。而有些地方土地基于耕地的

保护禁止转性，根本无土地发展权之说。二是入市

收益与征收收益之间的平衡问题。由于前者入市时

市场配置的因素高于后者，通过市场竞价形成的价

格可能高于征收的价格，也可能低于征收的价格。

但从试点情况来看，入市价格是普遍高于征收价格

的。因此，在当前农地市场价值快速增长的阶段，

农民集体作为理性经济人，其更加倾向于通过入市

途径来获得更大的收益。这必然导致政府征收难度

增加。这些不可调和的现状要求政府代表国家予以

宏观调控，因而政府参与初次流转的收益分配确属

正当。 
(2) 投资性增值对分配主体确定的影响。投资

性增值是指因直接或间接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进行投资而产生的土地价格增长，可细分为直

接投资性增值和间接投资性增值。 
从国有土地出让可以看出，政府在出让某宗建

设用地前需要对该宗地块进行三通一平等前期开

发将生地开发为熟地。这种投入产生的增值即为直

接投资性增值。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实

践来看，农民集体完成生地向熟地的开发不外乎有

这两种情形：一是资本积累较为丰富的农民集体自

行开发，一般是通过与有资质的开发公司合作完

成，或外包后由农民集体支付开发费用。在这种投

资模式下产生的增值收益理应由农民集体享有，即

“谁投资，谁受益”。二是没有能力自行开发的农

民集体，一般是政府出面完成生地转熟地开发，由

政府垫资。在这种模式下能否按照“谁投资、谁收

益”的原则由政府享有增值收益，就需要厘清政府

与农民集体的关系。从试点县(市、区)的文件来看，
政府要求参与到收益分配中去，说明政府对其投资

行为是要求农民集体支付对价的。从农民集体和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一方对政府参与收益分配的质疑

态度来看，农民集体并未与政府事先形成合伙或合

作意向，政府的投资行为只能说是一种帮助行为。

但政府的帮助应当进行区分：一种是履行行政职

能；一种是除履行行政职能以外的其他行为。前一

种行为是政府履行行政义务，与行政相对人形成的

是行政法律关系，除法律明确规定外，无需支付对

价。对于后一种行为，其实是政府作为民事主体身

份提供的一种帮助行为，此时政府与他人形成的是

私人法律关系，帮助行为产生的费用双方可协商确

定。例如，政府对农民集体土地进行三通一平时，

农民集体一般采取默示的态度。事后政府要求参与

收益分配，其实质是政府要求农民集体给予对价

（帮助费用）。这种对价与前述农民集体通过对外

承包所支付的对价具有相似性，农民集体与政府形

成的是给付投资对价的债权债务关系。在这种情况

下，政府并无参与增值收益分配的正当性，但享有

取得对价的债权。 
间接性投资增值是指基于相邻关系而引起的

相邻土地投资效益辐射至本宗土地中，使本宗土地

享受了相邻土地的正外部经济性，有学者称其为辐

射性增值。这种情况在城郊地区最为常见。如相邻

地区新建基础设施、产业结构调整、生活环境质量

提高等，都会对其辐射范围内的土地增值带来辐射

效应，而其投资主体可能是政府，也可能是其他投

资者。由于这种间接性投资的主体难以确定，即便

确定了也无法区分其投资数额和比例，且其目的并

不是为获取间接性投资增值，因而这种辐射效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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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区位优势的福利，由辐射区所有人享有。 
(3) 市场供求性增值对分配主体确定的影响。

市场供求性增值是指因市场对土地的需求大于土

地的供应而产生的土地价格上涨。这种上涨与对土

地的投资无关，其本质是土地物质的稀缺性所引起

的价格上涨[14]。由于市场会出现失灵的时候，假性

的供不应求也会导致土地价格的增长，但不论是否

为假性的供不应求，土地增值均被定性为自然增

值，应由土地所有人享有。中国土地一级市场一直

由国家垄断，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将打破

垄断格局，有利于还原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和征地范围

的紧缩，市场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将转向农村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必

然作为商品按照市场价值规律来形成价格。这种依

托市场作用而非投资产生的土地增值属土地物质

部分形成的绝对地租，而绝对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凭

借土地所有权取得的[15]。 
总之，从初次流转中收益形成的机理看，政府

仅对基于土地发展权产生的用途性增值享有参与

收益分配的权利，对于投资性增值和市场供求性增

值，政府无参与分配的正当性基础。农民集体作为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所有人是当然的参与

收益分配的主体。对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否为参

与收益分配的主体，根据《物权法》第五十九条有

关“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

员集体所有”的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是当然

的参与收益分配的主体，但需要经法定程序和民主

程序才能获得收益。 
2．再次流转收益生成机理与分配主体的确定 
尽管再次流转的交易双方变成了农村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的使用权人，但再次流转收益生成的

机理与初次流转收益生成机理相同，一般也存在以

下三种情形：一是通过用途性增值。初次流转已将

农民集体享有的集体土地发展权转移给了土地使

用权人，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出现了分离，土

地使用权人通过市场继受了因土地发展权带来的

用途性增值。在再次流转中，农民集体的土地发展

权已经被交易行为遮断(或者说权利用尽)，农民集
体所有人身份此时已被虚置，不能以所有人身份干

涉土地使用权人的土地使用情况，更无分享再次流

转收益的权利。而政府用途管制自始至终都是存在

的，政府在初次流转中占据的部分土地发展权在再

次流转中依旧会为其参与收益分配提供权利基础。

二是投资性增值。在直接投资方面，土地使用权人

在受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后，依土地用途注

入资本，如修建工厂、学校、住宅、基础设施等，

会直接促使土地增值。对于因相邻关系引起的辐射

性增值应视同为初次流转中的辐射增值，作为土地

使用权人的区位优势性福利。三是市场供求性增

值。基于市场价值规律产生的价格波动可能会导致

再次流转中出现正增长和负增长，即基于市场供求

关系产生的增值其实是一种或然性增值，而非必然

性增值。这种商业风险应当由土地使用权人来承

担，收益也应当由其享有。 

综上，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再次流转中产

生的增值收益应当由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

用权人取得，政府基于用途管制而享有的土地发展

权使其也成为再次流转收益的享有者。农民集体的

土地发展权被遮断(或用尽)，因而农民集体不能作

为再次流转的收益分配主体。 

三、收益分配方式的确定 

在试点中出现了“固化比例型”“协商型”和

“固化比例+内部协商型”三种分配方式。这些分

配方式各有利弊，应当对中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进行分析后，因地制宜地采

取恰当的分配方式。由于土地市场存在初次流转和

再次流转之别，学界参照国有土地市场将两次流转

形成的市场分别称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在分析

市场化程度时也应相应地区别一级市场与二级市

场。有学者从土地出让市场化率、政府的干预程度、

土地供求均衡度、土地价格敏感度以及土地市场竞

争度等评价指标体系来分析土地市场化程度[16]，还

有学者从土地出让方式、交易地块面积及其对应的

市场化权重来进行评价[17]。从法学视角出发，土地

市场化程度的评价指标主要集中在形成何种法律

关系以及不同法律关系下主体的意思自治程度。如

果法律关系主体的意思自治程度较高，则表明市场

化程度较高，应当采取私法规制的方式来确定收益

分配方式，反之则表明市场化程度较低，应采取公

法规制。 



 
 

104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qks.hunau.edu.cn/          2017年 12月 

 

1．初次流转中收益分配方式的确定 
初次流转中参与收益分配的适格主体有政府、

农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政府与农民集体间

之所以能形成法律关系，源于政府通过规划使农民

集体的土地实现了转性，从而达到用途管制的目

的，是一种政府对农村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行为，

由此形成的法律关系应当为行政法律关系，是一种

公法法律关系。农民集体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相对

人，其意思自治的程度非常低。为了防止行政主体

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行政行为获取收益的方式

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因此，政府参与农村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收益分配的方式应当由法律明确规

定。从宏观调控的角度而言，政府获得对价的方式

不应是直接获取，而应是间接取得。因此，政府参

与分配的方式须满足两标准：一是法律明确规定，

二是间接取得。从试点实践看，一般由县(市、区)
国土行政部门依据《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

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收取一定

比例的增值收益调节金。尽管这种方式将政府参与

收益分配的额度予以明晰，利于保护农民集体的利

益，但是与《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没有太大

区别，并未体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

分配的特殊性。国务院对国有土地的增值进行调

整，符合法律所有人权利的范畴。而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其所有权人是农民集体，法律并

未授权政府调整。采取提取增值收益调节金的分配

方式实质上是对农民集体利益的损害。从保护农民

集体利益和实现社会公平来讲，税收工具更恰当，

可以防止政府直接以收取调节金方式获得等同于

土地征收所获的收益，可遏制政府专注土地财政的

偏好。从中国税制来看，应按照建设用地具体用途，

通过税收方式调节土地流转收益分配[18]，即由全国

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开征土地增值税。 
在农民集体一直处于虚置状态的背景下，代之

行使集体权利的组织一般为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后所得的收益，在未进行成员

间的分配前，收益的所有人为农民集体。根据《物

权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

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因此，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由集体成员所有。集体

经济组织是一种封闭性较强的自治性组织，对于入

市收益的分配事宜，《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四

条已明确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须经村民会议

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因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依

意思自治决定收益分配方案，不论农民集体提留多

少，成员分得多少，怎么分，都是农民集体的内部

事宜，公法不应介入。 
从试点中采取的“固化比例型”“协商型”和

“固化比例+内部协商型”三种分配方式看，“固
化比例+内部协商型”更合理，只需将固化比例修
正为开征税收。综上，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初次流转的收益分配宜采取“征税+农民集体内
部协商”方式。 

2．再次流转中收益分配方式的确定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后再次流转后

参与收益分配的适格主体包括政府和土地使用权

人，土地使用权人包括处于卖方地位的使用权人和

处于买方地位的使用权人。在政府和土地使用权人

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为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法律

关系。土地使用权人不仅受土地用途管制的限制，

还受政府基于市场管理的规制。在这种法律关系

下，政府依法行政，土地使用权人服从和执行相关

法律规定，双方并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否则双方均

有违法之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再

次流转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与初次流转中的收

益分配极其相似。为了防止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

判员，应采取征收土地增值税的方式将部分土地增

值收益返还给社会，以实现社会公平。这也符合“初

次分配讲求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要求。在处

于卖方地位的土地使用权人与买方地位的土地使

用权人之间，双方同为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

由于民事法律关系本身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前提，

因此，对于完税后剩余的土地增值收益应当完全归

属于土地使用权人支配，充分尊重私法关系下的当

事人意思自治。由此可知，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再次流转中的收益分配宜采取 “征税+市场
主体自治”方式。 

注释： 

① 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改革的县(市、区)

有 15 个，包括：北京市大兴区、山西省泽州县、辽宁

省海城市、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黑龙江省安达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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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松江区、浙江省德清县、河南省长垣县、广东省佛

山市南海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海南省文昌市、

重庆市大足区、四川省郫县、贵州省湄潭县、甘肃省陇

西县。 

② 严格意义上讲，“入市”不是法律规范用语，而属于经济

学术语，政策性文件采用“入市”一词，其更加强调市场

倾向性作用。从我国现行法律来看，“入市”的法律称谓

应为“流转”。因此，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在法

律上即可称之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 

③ 根据试点区县数据统计：(1)收益分配的主体包括：政府、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一例外的政

府都参与到了入市收益分配中。(2)收益分配方式包括

三种：一是固化比例型。入市收益在政府、农民集体和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按照既定比例来进行分配，主要

有泽州县、郫县、德清县和湄潭县。二是协商型。政府、

农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协商各自所享份额，

主要是长恒县和陇西县。三是固化比例+协商型。政府

享有的收益以既定比例予以固化，剩余收益部分由农民

集体内部自由协商，主要是大足区、大兴区和南海区。 

④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节使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

转”，其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

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

方式流转。 

⑤ 《物权法》第十一章“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一百二十八

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

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

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

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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